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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艺所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忽视了铜镜的日常生活作用。从铜镜的实用功能出

发，铜镜首先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日用品，其次才是社会习尚的载体；首先是照美丑的器具，其

次才是被附加了神异性的宗教器皿。在古代传统文化研究中，重习俗、宗教而轻实用功能的倾

向，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性质认定偏离事实。

关键词：铜镜； 宗教； 实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5-0095-05

一 是社会习尚的载体还是特殊功能的

专用品

中国古代铜镜有以文字作镜背装饰的作法，镜铭

因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

视，《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次引用镜铭作为立论的

根据，尤其在镜与婚嫁、镜与长寿和子嗣繁衍的论述上

表现得极为突出。鉴于镜铭中有表达爱情、祈求长寿

的文字，作者更进一步得出镜为爱情信物、镜为祝寿用

对铜镜实用功能的忽视
——与《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作者商榷

范淑英

刘艺所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1]是近年来镜文化

研究的一部力作（图一）。作者为文学博士，书中搜集

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镜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功

能进行了细致深入地解析。除文献资料全面翔实外，

考古资料、民俗资料的补证，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阐释使

得该书既不同于以往铜镜的考古学研究，也不同于民

俗学、文献学著作。全书 30余万字，但内容集中，主要

分为“镜文化与民俗”、“镜文化与宗教”、“镜文化与小

说”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以小说为例论述了镜与民

俗、镜小说中的宗教情结等与前二部分相关的内容，因

而该书是目前所见有关铜镜在古代中国人习俗信仰方

面资料最详、研究最深的一部学术著作。

但是，由于该书的重点放在习俗与宗教信仰方面，

忽视了铜镜的日常生活作用，加之所引用的文献资料

年代跨度大、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多学科交叉及研究方

法的多样，在某些资料的分析处理上仍存在可商榷之

处。

本文拟从考古资料入手，就该书第一章《镜文化与

民俗》中的第一节“镜与生命及其永恒”、第二节“镜与

婚嫁”、第三节“镜与丧葬”的内容，从铜镜是古代日常

生活用品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希望在镜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给予铜镜的实用功能以必要的

关注。

对铜镜实用功能的忽视——与《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作者商榷

图一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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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观点。但是，如果仅从镜背铭文出发，不考虑铜镜

在古代生活中的主要作用，对镜铭的理解以及建立在

其上的结论则会失之偏颇。

毋庸置疑，铜镜是日常生活用品，观容照貌是第一

位的，照镜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姿态、装扮容貌、美化生

活。《韩诗外传》曰：“夫明镜所以照形也”[2]。 作为生

活必需品，铜镜的获得主要有以下三条途径：土贡、赏

赐、买卖。以唐代为例，唐朝皇室铜镜主要依靠土贡

（《新唐书》卷三十七——四十三《地理志》中提到的贡

镜地有扬州、太原），功臣、贵戚虽然可从皇室赏赐中得

到铜镜，但多数铜镜应和一般官吏、平民一样从市场通

过交易得来。施肩吾《途中逢少女》诗曰：“身倚西门笑

向东，牡丹初折一枝红。市头日卖千般镜，知落谁家新

匣中。”[3]诗中所写的少女应是在商肆中买卖铜镜的商

人，从“市头日卖千般镜”来看，每天的销售量是很大

的。在唐代不仅商肆买卖铜镜红火，私下交易也很频

繁，唐代笔记小说《广异记》记载：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

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

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

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

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

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

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

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4]

“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描

述了扬州城内个体商贩街上兜售铜镜的情景，买主可

讨价还价，由此可见铜镜流通环节上存在着竞争。

在生产环节上，铜镜也表现出商品所蕴含的竞争

意识。从汉代镜铭中可见，汉代有官府制镜作坊“尚

方”（图二），还有许多民间制镜匠师。无论是官府作

坊，还是民间匠师，都在极力宣传自己的产品，诸如“尚

方作镜真大巧”，“许氏作镜自有纪”，“朱氏明镜快人

图二 博局纹镜

铭文：“尚方之竟（镜）大

佳好，上右（有）山（仙）人不知

老。渴饮王（玉）泉饥食枣，浮

游天下敖（遨）四海，徘回（徊）

大山采之（芝）草，寿如今（金）

石，国保，乐未央，宜羊（祥）。”

图六 长沙窑褐彩“君生

我未生”诗文壶

采自李效伟：《长沙

窑——大唐文化辉煌之

焦点》，第 25页图 42，湖

南美术出版社（长沙），

2003年。

图三 草叶纹镜

采自程林泉、韩国河：

《长安汉镜》图版十一.1，陕

西人民出版社（西安），2002

年。铭文：“见日之光，长毋

相忘。”

图五 瑞兽纹镜

铭文：“照日菱花出，临

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

映点妆成。”

图四 “长毋相忘”瓦当

采自姚生民：《汉甘泉宫

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

198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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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至氏作镜真大巧”，“龙氏作镜大毋伤”等等，

凸现出商品经济下的品牌意识[5]。

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流通的铜镜，为了迎合市

场，常在花纹和文字的设计上满足买者的心理需求，

以各种美好的祝福和对购买自己产品的好处功效

的渲染来吸引顾客。这时候，铜镜以及其它商品就

成为社会时尚的载体，并不一定就是具有某种独特

功能的专用品。

以表达爱情主题的镜铭为例，《镜与中国传统

文化》列举了以下汉镜铭文说明镜与婚嫁的关系、

镜为爱情信物的观点：“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图

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千秋万世，长毋相忘，宜

侯王”、“长相思，毋相忘”等等。但是除了“二姓合

好， 如 ，女贞男圣，子孙充实，姐妹百人，

，夫妇相 ， 阳 月吉日，造此信

物”[6]的铭文表明其镜是专为婚姻而造的信物外，其

它铭文也见于考古出土的汉代其它物品上。比如，

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出土了“长毋相忘”瓦当 [7]

（图四）；新疆尼雅遗址出土过东汉“王侯合昏岁宜

子孙”汉文织锦 [8] 。隋唐时期，镜铭中虽出现了情

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列举如“月样团圆冰样清，

好将香阁伴闲身，青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

人[9]”等，而“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

妾映点妆成”的镜铭 [10]（图五）更将男女情爱的表达

跃然镜上。但隋唐其它商品中也见有类似的装饰。

1983年长沙窑发掘出土了大量有釉下彩题诗的瓷

壶，诗歌多为五言四句。题诗的内容最多的是吟咏

离愁别绪和伦理道德的，但也有四首情诗，其中一

首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图六）有 14件瓷壶上题写了此诗[11]。

如果说诗人的吟唱还只是个人行为，那么将诗歌书

写在商品上面在街市流通，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

遍心理。这些瓷壶多出土于蓝岸嘴 T3第三层的晚

唐地层中，我们从唐代文献中未见以瓷壶作为男女

爱情信物的记载，但不排除生产者题写情诗吸引青

年消费者购买的目的。

同样，汉镜中出现大量祈求长寿富贵、子孙繁

衍的铭文（图七），也并不一定代表了铜镜就是祝寿

图七 图八 “延年益寿”瓦当

图九 “千秋万

岁”瓦当

图十 “亿年无

疆”瓦当

图一一 “延年益寿长葆子孙”汉文织锦

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

遗址 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

第 1期。

图七 连弧纹镜

采自《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

铜镜精品》第 166页图 46。铭文：“长宜子孙”、“寿

如金石佳且好兮。”

对铜镜实用功能的忽视——与《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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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品或具有保佑子嗣的专门功能。汉代瓦当中就有

大量此类寓意的文字，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

生未央”、“与天无极”、“延年益寿”（图八）、“千秋万岁”

（图九）、“亿年无疆”（图十）等。仅在河南郑州西北郊

古荥阳城址出土的就有“惟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

宁”、“长乐未央千秋万世昌”、“长乐未央大富之当如

意”、“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吉语瓦当[12] 。砖室墓

中也有“大吉”[13] 、“子孙千亿皆寿万年”、“富且寿考”、

“宜子保孙”、“皆宜价市”等吉语砖[14] 。而汉晋织锦也

有以类似内容作装饰的，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延

年益寿长葆子孙”（图一一）、“（与）世毋极锦宜二亲传

子孙”、“千秋万岁宜子孙”[15]（图一二）等；汉代日用容

器上，也可见此种手法的装饰，如铜洗上常有两条鱼，

中间嵌有“君宜子孙”四字（图一三）；另外，山东莒县双

合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金灶上，底部也有篆书“宜子孙”

铭文（图一四），该金灶嵌有绿松石，小巧精美，上面錾

有小孔，应是随身佩戴的饰物 [16]。这些器物上的铭文

与镜铭一样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和对

平安富贵、家世繁衍的祈愿，人们把这种愿望诉诸于很

多与生活联系密切的物品之上，因而铭文应是社会习

尚的反映，并非装饰有铭文器物就具有了专门的功能。

二 是照妖还是照美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搜集了大量镜子的神异性

及其特殊用途与功能的资料，左右了作者的思考方向。

这些资料多出自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和宗教文献，以

夸大镜的功能和营造神秘氛围来吸引读者和信众，虽

然作品中仍有生活的影子，但重点不是渲染铜镜的实

用性，而是着力加深镜乃神器的宗教意识。所以，依靠

这些材料，书中对于铜镜与民俗的研究突出了铜镜的

辟邪、照妖、占卜、医疗及丧葬功能，这些功能的论述和

分析改变着我们对古代铜镜乃日常生活用器的认识，

禁不住让人发出铜镜是照妖还是照美的疑问。

尽管，实用性不是作者研究镜文化所涉及的内容，

但在具体分析时，应有所考虑，试以“镜与丧葬”为例加

以简要说明。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古代的铜镜绝大多数出自

墓葬，自然让人将镜与丧葬联系起来，但在中国历史上

丧葬文化极为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丧习既有

相似性，也有差异性。总的来说，丧葬是人类灵魂观念

的产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墓葬视为阴宅和来

世生活的场所，即“墓为真宅”[17] 。这种思想不仅可以

从汉唐时期以至后来将墓叫作“宅”、“堂”、“室”、“室

宅”的称呼中得知，而且可以从古代墓葬中埋藏众多的

生活日用品和粮食的做法中见到，所谓“事死如侍生”。

那么，大量铜镜虽然埋在墓中，但它们非为丧葬而制作

的冥器，绝大多数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尽管出自

死后的墓葬，也应反映着生活的内容，即便是墓室四角

置镜、棺上悬半镜、墓室顶部悬镜等特征鲜明的丧葬用

镜，有的也是生活的映射。比如，北方宋、辽、金墓中有

在墓室顶部藻井中心悬挂铜镜的，《白沙宋墓》[18]、《洛

图一二 “千秋万岁宜子孙”汉文织锦

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

址 95MNI号墓地 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

1期。

图一三 双鱼纹铜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一四 金灶

采自刘云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

年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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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邙山宋代壁画墓》[19]、《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20]、

《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21]、《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

发掘简报》[22] 等都有报告。这些墓葬多仿木构建筑的

功能布局。《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制度·小斗八藻

井》条记载“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皆内安明

镜。”[23]《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的营造制度和技术，既

然汴梁一带的地面建筑有藻井挂铜镜的习俗（不排除

有辟邪的功用和象征日月的目的，此目的与墓室顶部

施镜相同），那么墓顶悬挂铜镜，很可能是仿照地面建

筑的做法。

相比于棺外置镜，棺内置镜的方式不仅延续时间

长，而且在各个地区较为普遍，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镜

约一半以上出自墓主人头部周围 [24]，魏晋至唐墓中随

葬铜镜还有常和铁剪、铁镜或铁块伴出的现象，这些现

象引发了学者对丧习用镜的思考，但如果把铜镜孤立

于棺内与铜镜共存的瓷砚、陶瓷容器、铜器、金银器等

日常器具之外进行考量，则势必会夸大铜镜的丧葬功

能，而忽略了它作为实用器具的一面。这是因为“古代

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很显然是有两套意义不同的明器：

一种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压胜之物；另一种是反

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他器物。

如何区别这两种明器，并进一步了解其不同的意义，对

我们研究古代的葬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是很有帮

助的。”[25]

近年来，对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有重习俗、

宗教，而轻实用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对文化的多

样性、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同时对实用性的

忽视又会使我们的认识偏离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

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认定产生误导。从这点上

说，尽管有《镜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集目前学术研究

之大成的著作，多层面、多角度地深入进行镜文化的个

案式探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 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成都），

2004年。
[2]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附孙赐传》。
[3] 《全唐诗》卷四百九十四，第 5600-5601页，中华书局（北京），

1960年。

[4]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四鬼十九《韦栗》，第

265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6年。文中所言“漆背金花镜”很可能是
镜背髹漆贴金银片装饰的“金银平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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